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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企业投机与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

———基于 “高投入”与 “强监管”的比较研究

徐　瑛　仲艾芬　郑景仁

［摘要］　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增大环保投入的政策效果，往往受到企业投机行为的干
扰和扭曲。本文基于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等经济特征，构建企业投机行为理论模型，
研究企业投机决策机制及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进而利用１００个城市的数据验证了理论模
型假说。本文研究发现：强监管和高投入都将抑制企业投机行为；高投入只有匹配强监
管，才能扩大经济总量；高投入促进环保产业规模扩大，而强监管的影响不确定；高投入
和强监管都将降低单位产出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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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而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施离不开
政府的助推，政府的监管与投入职能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各地绿色发展进程。首先，政府投入不断
快速增长，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节能环保投入增速分别为１２．１％和１８．２％，２０１９年较２０１４年增长了

９５．１％。政府高投入对于中国绿色发展起到了重大支撑作用。但同时，各地财政环保投入显现巨大
差异，且呈扩大趋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省际差距逐年扩大。①其次，各级政府监管
呈现日益强化趋势。２０１８年，全国范围内完成１．１万余件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清理，制定１４４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罚款数额同比增长３２％，是２０１４
年的４．８倍。②而从２０１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到２０１７年中央环保督察实现３１
个省 （区、市）全覆盖，再到２０１９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党内法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规定》印发，则更体现了顶层设计中的监管强化趋势。
在政府强监管和高投入助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绿色发展的市场主体———企业，其决策行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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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与政策方向相背离。现实中，政府的监管以及后续惩罚是非确定发生的，所以企业存在投机空
间。中国环保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和罚款金额的快速增长也说明企业的投机行为仍然大量存在。未批
先建、批建不符、超标或超总量排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及环保设施未验收或非正常运行等违法现
象屡见不鲜，甚至被发现问题后，仍然存在 “一查就停，一走就污染” “屡罚不改” “敷衍整改”
“表面整改”等行为。这些违法行为背后折射出企业通过投机行为规避环境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
动机。我们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观察到了大量的企业投机案例，但是对于企业投机行为产生及影
响的理论机制尚缺乏深入研究，关于企业投机行为的实证研究更是空白，甚至没有一个统一评价和
比较各地企业投机行为的数据基础。可见，针对企业投机行为的研究仍然很不充分。而政府强监管
和高投入的政策效果将受到企业投机行为的干扰和扭曲。要理解政府行为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必
须考虑企业投机行为，才能解释政策效果的复杂性。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了两类政府行为的政策效果差异。（１）对于污染排放控制来说，强监管会导
致污染排放减少。① 其促进减排的机制在于：强监管有效促进技术创新②，推动产业结构调整③，

引导企业投资调整④及改变产业集聚状态⑤。但是，高投入对于减排的影响则相对复杂。虽然高投
入有利于政府补贴排污企业，鼓励采用污染控制先进技术⑥，从而降低污染排放⑦。但是，政府与
排污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难度大⑧，政府补贴容易使企业产生骗补行为⑨，甚至将补贴资
金用于与减排无关的其他高收入途径，导致政府补贴的成本高、效果差瑏瑠。（２）对于环保产业发展
来说，一般来讲，强监管创造了排污企业的减排需求瑏瑡，能够促进环保产业发展，但是如果规制不
当，也可能会对环保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而言，强监管对于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取决于
环境规制工具瑏瑢、环保产业内部发展动力瑏瑣等因素，从而具有非确定性。而高投入对于环保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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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则更直接、确定。如：价格补贴降低了环保设备的成本，增加了企业对环保设备的需求①；研
发补贴解决了环保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了环保产业的结构优化和发展。②

可见，高投入和强监管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别。虽然有一些研究分析了不同政策手段的
效果差异③，认为政策效果取决于初始情况和政策设计④，或者认为二者的组合能产生最优的减排
效果⑤，但是尚未有研究从企业投机行为出发比较两种政府行为的差异化政策效果。

而针对企业投机行为的研究，虽然有理论结论认为政府不完全执行环境规制⑥、对投机型企业
惩罚力度过低⑦及信息不对称⑧等因素都会增大投机型企业占比，高罚金和高补贴对于促使企业顺
从规制的影响也会不同⑨。但是，这些博弈论视角的研究仅限于政府行为对于企业投机行为的影
响，没有进一步研究企业投机行为对于政策效果的干扰，更没有解释两类政府行为对经济总产出、

污染排放和环保产业发展的不同影响。因此，本文从企业投机行为入手，构建企业投机行为理论模
型，从而分析政府强监管和高投入对于经济总产出、污染排放和环保产业发展三方面的影响。另
外，我们在绿色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纳入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厂商垄断竞争以及政府非确定性
监管等特征，以期更好地刻画各行为主体的实际行为模式。

与企业投机行为的理论研究相比，实证研究更显缺乏。虽然针对企业投机行为有个别描述和案
例讨论，但因为缺乏各地企业投机状况的基础数据，尚未有规范实证研究对企业投机行为的产生及
影响等理论结果进行验证。

本文主要通过理论逻辑演绎和数据事实归纳两条路径互相印证回答，企业投机行为背景下，两
类政府行为———监管与投入，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我们认为投机型企业突破环境管制，违规获取
超额利润，并对减排和环保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投机行为的选择取决于利润激励和风险
损失的比较，可见，投机型企业占比应该是一个内生变量。所以我们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是，这个
内生变量取决于哪些因素，尤其是政府强监管和高投入对于该内生变量发挥什么作用？借由投机企
业占比这个内生变量，两类政府行为如何影响绿色发展？另外，实证研究方面，也需要回答：如何
统一评估各地企业投机行为？理论模型的结论能否获得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持？这些问题关系到如何

评价与反思中国绿色发展道路上的政府作用，也直接关系到绿色发展经验的推广或修正。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构建了理论模型讨论企业投机行为模式以及该模式下政府高投入和
强监管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提出四个理论假说并利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形成了政府行为影
响企业行为从而影响绿色发展的完整逻辑过程。 （２）数据方面的贡献。一是利用公开数据评估了

１００个城市的企业投机行为，并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于投机行为的影响；二是提出了 “去结构排放
强度”的测算方法，有效消除了规模、结构对于排放的影响，并验证了空气污染物治理中高投入和
强监管的减排效果；三是采用１００个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数据，细化了省级层面的研究，得到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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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华：《博弈视角下政府污染减排补贴政策选择的研究》，载 《财贸经济》，２０１６ （４）。

杨仕辉、王麟凤：《最优环境研发补贴及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载 《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５ （３）。

Ｒ．Ｓ．Ｍａｉｎ．“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ｉｎｇ　Ｎ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ｖｓ．Ｔａｘｉ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１３，４１ （４）：３４９－３６２．

Ｄ．Ｓｕｓａｎｎｅ，ａｎｄ　Ｊ．Ｈ．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Ｈｏｗ　ｔｏ　Ｔｕｒｎ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ｅｅｎ：Ｔａｘ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７ （２）：１７７－２０２．

Ｓ．Ｃａ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Ｍｉｘ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ａｘ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１３ （４）：２８３－３０１．

邓峰：《基于不完全执行污染排放管制的企业与政府博弈分析》，载 《预测》，２００８ （１）。

卢方元：《环境污染问题的演化博弈分析》，载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 （９）。

张林、李存林、李丹：《不确定理论下带惩罚机制的城市污水处理期望收益模型》，载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８ （７）。

张雁林、杜建国、金帅：《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载 《生态经济》，２０１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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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城市层面的结论。

二、理论模型

类似于Ｋｒｕｇｍａｎ及Ｄｉｘｉｔ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的设定①，我们假定在一个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消费

者具有多样性偏好，其效用函数为ＣＥＳ函数：Ｍ ＝ ∑
Ｎ

ｉ＝１
ｃρｉ（ ）１／ρ。 其中，０＜ρ＜１，ｃｉ 表示第ｉ类产

品消费量，ρ代表多样性偏好。制造业部门厂商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生产过程中只需要劳动力一种
要素投入，产出为ｘ时，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为Ｌ＝α＋βｘ。企业利润最大化定价，将导致边

际成本加成定价：ｐ＝β
ｗ
ρ
，其中ｗ 为工人工资。结合企业利润为零，即π＝ｐｘ－ｗ（α＋βｘ）＝

βｗ
ρ
－βｗ（ ）ｘ－ｗα＝０，得到企业的产出规模为ｘ＝α（ε－１）β

，其中ε代表需求的价格弹性，有ε＝

１
１－ρ

。假设企业单位产出的排放是γ，则此企业的总排放为γｘ＝
γα（ε－１）

β
。在政府采取环境规制

之前，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按照以上原则进行市场决策。

假定政府开始实施以下环境治理举措：（１）要求制造业企业单位产品污染排放从γ降为０，并且
对于企业排放进行监管。企业有一定概率τ被抽查到，如果被发现违规排放，则将被停止生产，并被
处以罚金。（２）政府对于减排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以部分弥补减排造成的可变成本增加。制造业企业
为了进行清洁生产，需要购买环保产业产品或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而且１单位环保产品的产出需要１
单位劳动力。假定企业减排造成可变成本增加βｅ②，而政府对企业进行的可变成本补贴为ｆ，则企

业的可变成本为β＋βｅ－ｆ。政府设计财政补贴力度ｆ时，基于两个因素：有限的财政补贴总投入

Ｆ 和减排型企业数量Ｎ（１－λ），确定财政补贴力度ｆ＝
Ｆ

Ｎ（１－λ）
。Ｆ 体现了财政投入资金约束，

随着减排型企业数量上升，每单位产品分得的财政补贴下降，体现了减排群体扩大的稀释效应。但
是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因为只是抽查监督，所以未被抽查到的投机型企业也就冒领了财政补贴。

制造业企业有两种选择，因此分化成两种类型。一类企业选择顺从环境规制，实现清洁生产，

并进行市场化决策，将此类企业命名为 “减排型企业”。另一类企业则拒绝改变，成为 “投机型企
业”，即产出规模仍然为ｘ，但是因为谎称已实现清洁生产，获得政府补贴也同于减排型企业，并
以减排型企业价格销售产品，因此这类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这类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如果被政府
监管发现存在违规排放行为，则会被停产，并处以罚金。令投机型企业个数占所有制造业企业比重
为λ，则减排型企业占比为１－λ。本文认为，投机型企业占比λ是内生决定的，政府行为———监管
强度τ和投入强度ｆ，都会影响投机型企业占比λ，从而影响污染排放和环保产业发展。λ的具体
内生决定过程如下：

对于减排型企业，政府财政补贴制造业进行清洁生产，从而改变了企业的成本函数：

　　Ｌ＝α＋（β＋βｅ－ｆ）ｘ （１）

２７

①

②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９１，９９ （３）：４８３－
４９９；Ａ．Ｋ．Ｄｉｘｉｔ，ａｎｄ　Ｊ．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７，６７ （３）：２９７－３０８．
固定成本当然也会增加，可以认为后面分析中的固定成本α是增加后的，如何标记不影响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减排型企业按照以上成本函数进行市场化决策，其产品定价为ｐｍ＝
β＋βｅ－

Ｆ
（１－λ）Ｎ（ ）［ ］ｗ
ρ

，在

零利润条件下，每个企业的生产规模为ｘｍ＝
α（ε－１）

β＋ βｅ－
Ｆ

（１－λ）Ｎ［ ］
。从ｐｍ 和ｘｍ 的表达式可知，政

府的减排要求导致产品定价上升，企业生产规模下降，而财政补贴则部分对冲了这类变化。
投机型企业决策过程不同于减排型企业，投机型企业面临如下的风险和收益：风险方面，如果

被政府发现，企业将被迫停止生产，并交纳罚金。企业遭遇该风险的概率为τ（０＜τ＜１），即政府
监管强度。假定政府根据污染排放严重程度设定惩罚力度 （罚金）：ηλＮｘγ，其中，λＮｘγ表示总
体排放规模。收益方面，投机型企业按照市场上清洁产品定价进行售卖，并骗取财政补贴，从而获

得正利润。正利润的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产品售价ｐｍ 高于零利润定价ｐ＝β
ｗ
ρ
的部分，另一

部分则是企业骗取的财政补贴。
据此，我们可以计算投机型企业的平均 （预期）收益为：

　　π＝ｐｍｘ（１－τ）－ｗ［α＋βｘ（１－τ）］＋
Ｆ

（１－λ）Ｎ
ｗｘ（１－τ）－τηλＮｘγ

＝
β＋βｅ－

Ｆ
（１－λ）Ｎ（ ）［ ］ｗ
ρ

ｘ（１－τ）－ｗ［α＋βｘ（１－τ）］＋
Ｆ

（１－λ）Ｎ
ｗｘ（１－τ）－τηλＮｘγ

（２）

因为减排企业实现了零利润，所以当投机型企业预期收益大于零时，会有减排型企业转化为投
机型企业，即λ上升，这导致惩罚力度提高，从而降低投机型企业的平均 （预期）收益。最终，当
投机型企业的预期收益也达到零时，企业之间的转换停止，达到均衡。所以，最终均衡条件是

π＝０。因为有：β
ｗ
ρ
ｘ－ｗ（α＋βｘ）＝０，即（１－τ）

βｗ
ρ
ｘ－（１－τ）ｗ（α＋βｘ）＝０。

所以：

　　π＝
βｅ－

Ｆ
（１－λ）Ｎ［ ］ｗ
ρ

ｘ（１－τ）－αｗτ＋
Ｆ

（１－λ）Ｎ
ｗｘ（１－τ）－τηλＮｘγ

＝ｘ（１－τ）ｗ βｅ
ρ
－
（１－ρ）Ｆ
ρ（１－λ）Ｎ［ ］－αｗτ－τηλＮｘγ （３）

最终均衡条件为：

　　ｘｗ βｅ
ρ
－
（１－ρ）Ｆ
ρ（１－λ）Ｎ［ ］－ αｗτ（１－τ）

－ τ
（１－τ）ηλ

Ｎｘγ＝０ （４）

均衡条件可以转化为λ的一元二次方程，从而求得λ的解析解。本文利用更直观的图形解，说
明政府监管和财政投入的影响。令：

　　Ｌｃ＝ｘｗ βｅ
ρ
－
（１－ρ）Ｆ
ρ（１－λ）Ｎ［ ］＝ｘｗβｅρ－ｘｗ

（１－ρ）Ｆ
ρ（１－λ）Ｎ

（５）

　　ｃｆ＝
αｗτ
（１－τ）

＋ τ
（１－τ）ηλ

Ｎｘγ （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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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加强即τ上升，ｃｆ曲线会从ｃｆ１ 变为ｃｆ２，导致投机企业占比下降，如图１中ａ情形。而
财政投入加大，Ｌｃ曲线从Ｌｃ１ 变为Ｌｃ２，导致投机企业占比下降，如图１中ｂ情形。

图１　强监管与高投入对投机企业占比影响

分析图１中ａ情形下投机型企业利润函数可以发现：监管增强增加了投机型企业风险 （损失）。
损失包括两部分：一是因为企业停产风险增大，导致平均产出下降，从而导致固定投入αｗ 浪费，
即损失规模报酬；二是企业被处以罚金的可能性上升，所以预期罚金上升。这两部分反映在图中，
就是ｃｆ斜率和截距都增加，即企业进行投机会面临更大损失。因此，选择投机的企业数量会减
少，一直减少到π重新等于０，即λ从λ１ 减少到λ２。分析ｂ情形下投机型企业利润函数可以发现：
财政补贴力度增加会导致减排型企业定价ｐｍ 越来越接近环境规制前的价格ｐ （即投机型企业的真
实价格），这意味着投机型企业按照ｐｍ 销售的价格利差减少，投机带来的超额利润下降，即利差

Ｌｃ从Ｌｃ１ 下降到Ｌｃ２。所以财政补贴加强，企业投机获利减少。因此，选择投机的企业数量也会
减少，一直减少到π重新等于０，即λ从λ１ 减少到λ２。
假说１　政府的监管力度τ加强，增大了企业投机风险，所以会降低投机型企业占比；而政府

环保投入Ｆ／Ｎ 增加，减少了投机型企业获利，所以也会降低投机型企业占比。
虽然监管力度加强和财政投入加大都使得投机型企业占比下降，但是两种政府行为对于减排型

企业的产出规模影响是不同的。ａ情形中，随着τ变大，ｃｆ 曲线和Ｌｃ曲线交点升高，Ｌｃ取值从

Ｌ１ 变为Ｌ２，而Ｌｃ＝ｘｗ β
ｅ

ρ
－
（１－ρ）Ｆ
ρ（１－λ）Ｎ［ ］＝ｘｗβｅρ－ｘｗ

（１－ρ）Ｆ
ρ（１－λ）Ｎ

，可见必然意味着 Ｆ
（１－λ）Ｎ

变

小。而ｂ情形中，正好相反。利用该信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随着τ变大 （监管加强），ｘｍ
（减排企业生产规模）将会变小；而随着Ｆ 上升 （财政投入增加），ｘｍ 将会变大。
企业生产规模结论的经济学含义是：第一，当τ变大时，投机型企业占比变少，减排型企业占

比增大，导致分到减排型产品上的财政补贴被稀释，所以，企业边际成本上升，企业的最佳生产规
模下降。第二，财政投入增大时，也同样因为减排企业数目增大产生对于财政资源的竞争，从而导
致单位减排型产品中的财政补贴有减少趋势。但是，财政投入Ｆ 增大本身还扩大了财政资源规模，
有增加补贴的力量，且增加的力量大于减少的力量，最终导致单位减排型产品补贴上升，边际成本
下降，从而有利于减排型企业更充分地发挥规模效应。
利用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分析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总量：

　　Ｙ＝Ｎ［λｘ（１－τ）＋（１－λ）ｘｍ］＝ＮＳ （７）

（１）财政投入增大，不仅导致投机型企业占比λ下降，还导致减排企业规模ｘｍ 增大，所以，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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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对于经济总量产生如下影响①：

　　
ｌｎＹ
Ｆ

＝
１
Ｓ
Ｓ
Ｆ
＝
１
Ｓ
λ
Ｆ
ｘ（１－τ）－

λ
Ｆ
ｘｍ＋

ｘｍ
Ｆ
（１－λ）［ ］

＝
１
Ｓ
λ
Ｆ
［ｘ（１－τ）－ｘｍ］＋

ｘｍ
Ｆ
（１－λ）｛ ｝ （８）

从上文结论λ
Ｆ＜

０，
ｘｍ
Ｆ ＞

０，可知：如果式 （８）第一项中ｘ（１－τ）－ｘｍ＜０，即如果τ足够

大，则有ｌｎＹ
Ｆ ＞

０；如果τ不够大，则
ｌｎＹ
Ｆ
正负未定。该结论的现实含义是：如果监管强度足够

大，则投机型企业被发现违规，从而停止生产的概率高，其平均 （预期）产出ｘ（１－τ）会小于减
排型企业产出规模ｘｍ。而随着财政投入增加，投机型企业占比下降，这意味着两类企业的占比结
构向产出规模更大的减排型企业倾斜，所以总体产出将会增加。

（２）监管强度加大，不仅导致投机型企业占比λ下降，减排型企业规模ｘｍ 减少，而且还导致
投机型企业的平均产出ｘ（１－τ）下降，因为投机型企业在强监管下更容易停产。同样求偏导可得：

　　
ｌｎＹ
τ
＝
１
Ｓ
Ｓ
τ
＝
１
Ｓ
λ
τ
ｘ（１－τ）－λｘ－

λ
τ
ｘｍ＋

ｘｍ
τ
（１－λ）［ ］

＝
１
Ｓ
λ
τ
［ｘ（１－τ）－ｘｍ］－λｘ＋

ｘｍ
τ
（１－λ）｛ ｝ （９）

根据上文结论，λ
τ＜

０，
ｘｍ
τ ＜

０，即式 （９）第二项和第三项都为负。而当Ｆ 足够小时，第一

项中ｘ（１－τ）－ｘｍ＞０，会趋近于零，此时可得
ｌｎＹ
τ ＜

０；若Ｆ 不够小，则
ｌｎＹ
τ
正负未定。

因此，我们可得到如下假说：
假说２　高投入对于制造业产出总量的影响取决于监管强度。监管强度足够大时，高投入会扩

大经济产出总量；监管强度不大时，高投入可能产生扩大或缩小经济总量两种结果。强监管对于制
造业产出总量的影响，取决于财政环保投入：投入很小时，强监管会导致产出总量萎缩；而投入比
较大时，强监管可能产生扩大或缩小产出总量两种结果。
另外，基于以上结论，我们很容易得到以下两个关于绿色发展的假说：
（１）监管强度τ和财政投入Ｆ 对于环保产业规模的影响。环保产业的总体规模是：

　　（１－λ）ｘｍβｅ＝（１－λ）
α（ε－１）

β＋βｅ－
Ｆ

（１－λ）Ｎ（ ）βｅ
（１０）

其中，只有 （１－λ）和ｘｍ 是内生变化的。因此，从这两方面分析政府行为的影响即可。财政
投入增加，导致 （１－λ）上升，ｘｍ 上升，对环保产业产生正向拉动作用。而监管强度τ增大，导
致（１－λ）上升，ｘｍ 下降，所以强监管对于环保产业规模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二者的对比。
假说３　财政投入增加对于环保产业规模产生正向拉动作用，监管力度增大对于环保产业规模

的影响不确定。

５７

① 因为本模型只考察了企业在两类行为中的转变，没有考虑企业进入或退出行业的行为，所以Ｎ 是不变的，因此ｌｎＮ 偏导
为０。另外，ｘ表达式中也不包含Ｆ，因此偏导也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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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监管强度τ和财政投入Ｆ 对于单位产出排放的影响。从模型中可以得到，制造业单位产

出排放为 λｘ（１－τ）
λｘ（１－τ）＋（１－λ）ｘｍγ

，即投机型企业生产的 “非清洁”产品占总产品的比重乘以排放

系数γ。Ｆ 上升将导致λｘ（１－τ）下降及 （１－λ）ｘｍ 上升，从而导致单位产出排放下降。而τ对于

（１－λ）ｘｍ 的影响不确定，但是随着τ（τ＜１）上升，（１－λ）ｘｍ 部分将趋向于常数
α（ε－１）

β＋βｅ－
Ｆ
Ｎ（ ）
，而

λｘ（１－τ）则趋向于０。由此可以判断，随着τ上升， （１－λ）ｘｍ 部分，即清洁产品产值将占据主
导，直至占据全部市场比重，即τ趋向于１，从而单位产出排放越来越趋向于０。
假说４　强监管降低了投机型企业占比λ及企业规模；而高投入降低了投机型企业占比λ，并

提高了减排型企业生产规模。因此，高投入和强监管都将降低单位产出污染排放。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１１３个环保重点城市为研究对象，因部分城市相关变量缺失，
最终采用了１００个城市为样本，涵盖了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外的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
以及各省内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年鉴，包括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财政年鉴》；二是公众环境研
究中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ＰＥ）发布的数据和报告。
具体指标选取上，投机型企业占比指标通过企业不良记录数据以及相关指标进行估算得到，以

实现各城市的统一评价和比较。绿色经济发展主要选取两方面的指标：一是污染排放情况，以去结
构排放强度指标为代表；二是环保产业发展情况，以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为代表。政府两
类行为，“高投入”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节能环保类下的 “污染减排”支出作为指标，“强监管”
则以ＩＰＥ发布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ＰＩＴＩ体现。

（一）ＰＩＴＩ指数与投机型企业占比λ估算
企业违反环境规制的投机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因此尚未有公开发布的投机型企业占比数据。

本文利用ＩＰＥ发布的企业不良记录数据，以及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ＰＩＴＩ来进行估算。ＰＩＴＩ指
数评价了１２０个城市监管、监测、互动回应、排放数据、环评信息五个方面的信息公开和监管情
况，可以认为该指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综合环境监管强度，因此我们直接用ＰＩＴＩ指数代表监管强
度τ。本研究涉及的１００个城市中，９９个城市在ＰＩＴＩ评价的１２０个城市范围内，只有海口市缺失，
我们用全国平均值代替。投机型企业占比λ估算如下：

λ＝
实际违规企业数量
全部企业数量 ＝

监测到的违规企业数量／监管强度
全部企业数量 ＝

发布的违规企业数量
发布比例（ ）／监管强度
全部企业数量

（１１）

其中：“发布的违规企业数量”指标为各城市具有环保不良记录的企业个数；“发布比例”等于
已发布监管记录企业数量／应发布企业数量；“监管强度”用ＰＩＴＩ指数代表；“全部企业数量”等于
有不良记录企业数量加无不良记录企业数量。估算λ超过１的计为１。

１００个城市中平均投机型企业占比为２１．９％，可见企业投机行为比较普遍。城市数量最集中的

λ值区间是５％以下，有超过１／３的城市情况还是相对乐观的 （见表１）。投机企业占比最高的十个
城市依次为：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齐齐哈尔市、三门峡市、咸阳市、渭南市、克拉玛依市、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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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及临汾市。投机企业占比最低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台州市、镇江市、温州市、杭州市、宁
波市、绍兴市、福州市、成都市、南通市及无锡市。由此可见，中、西部资源型城市企业投机行为
比较普遍，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企业投机行为比较少。中、西部城市因为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且高度依赖资源型产业，政府缺乏强化环保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企业也表现出更强烈
的投机倾向。

　表１ 投机企业占比基本情况

λ值分布 城市个数 λ描述统计

０～０．０５　 ３６ 均值 ０．２１９

０．０５～０．１　 １３ 标准差 ０．２９１

０．１～０．２　 ２２ 最小值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５　 １６ 最大值 １

０．５～１　 １４

（二）污染排放指标

模型中的 λｘ （１－τ）
λｘ （１－τ）＋ （１－λ）ｘｍγ

是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不包含产业结构影响，因此需要

用 “去结构”的排放强度指标来对应。我们按照以下步骤分解得到该指标，即式 （１２）中的ｅ：

　　ｚ＝∑ｓｚｓ＝∑ｓｘｓｅｓ＝ｘ∑ｓｋｓｅｓ＝ｘ×Ｉ＝ｘ×ｋ×ｅ （１２）

其中：ｋ＝（ｋ１，ｋ２，…，ｋｓ）＝
ｘ１
ｘ
，ｘ２
ｘ
，…，ｘｓ

ｘ（ ），ｅ＝（ｅ１，ｅ２，…，ｅｓ），ｘｓ 表示ｓ行业产
出，ｘ表示所有行业总产出，ｋ表示产业结构，ｅ表示技术。式 （１２）意味着工业污染排放量ｚ可
分解成规模、结构和技术三部分。
利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重点城市的总排放数据①，除以各城市工业总产值数据，只能得到

ｉ城市排放强度Ｉｉ＝ｅｉｋｉ，而无法得到ｅｉ。为了进一步去除Ｉｉ 中的结构因素，本文构建反事实场
景，即利用全国平均技术ｅｎ乘以ｉ城市的产业结构ｋｉ，得到Ｉｎ＝ｅｎｋｉ，则Ｉｉ 和Ｉｎ 的差距体现了ｉ
城市各行业ｅｉｓ 和全国各行业平均ｅｎｓ 的差距的加总，可以认为是去除了结构以后，ｉ城市相对于全
国排放强度的差距②，我们称为 “去结构排放强度”。由于城市层面工业产业结构数据缺失，本文
用省级工业产业结构数据代替。
我们计算了四种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和化学需氧量）工业排放的去结构排放强

度。以二氧化硫为例，观察去除结构前后各地级及以上城市排放强度的变化，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对
排放强度影响最大的十个城市依次为：西宁市、银川市、石嘴山市、兰州市、海口市、北京市、昆
明市、贵阳市、遵义市和乌鲁木齐市。这些城市主要是一些重工业集中的资源型城市，但也包含了
北京市和昆明市两个非资源型城市。进一步研究数据可以发现，北京市和昆明市的 “工业”产业结

７７

①

②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嘉兴市、台州市、威海市、佛山市、中山市五个城市排放数据缺失，本文用各个地级城市年鉴以
及省级年鉴的排放数据加以补充。补充后，五个城市仍然缺失的数据用以下方法估算：利用２０１２年排放强度数据，并按照所有城
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间平均变化速度加以调整。按以上步骤补充后，中山市仍然缺少氨氮和氮氧化物数据，佛山市仍然缺少氨氮数
据，本文用广东省平均数据补充。

既然是差距的加权和，则既有正数，表示去结构排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亦有负数，表示去结构排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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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业产出占比高于绝大多数城市，分别为２１％和１３％，因此，两个城
市的产业结构对于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影响巨大。比如去除结构前，北京市的二氧化硫排放
强度高于深圳市，但是去除结构后，北京市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于深圳市，是全国去结构排放强
度最低的城市。

（三）环保产业发展
本文以２０１７年各城市节能环保概念股上市公司市值作为各城市环保产业发展的指标。本文共

选取了９２家节能环保概念股上市公司，查找地址和市值，将其计入各个城市。没有环保产业上市
公司的城市，该指标记为０。

（四）财政投入Ｆ／Ｎ
财政收支分类科目中，环境保护以２１１类 “节能环保”形式单独列支，下设的１５款可大致划

分为三大类：环境污染治理、生态建设和保护、能源资源节约利用。其中，环境污染治理包括环境
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及 “污染减排”等。我们利用其中的 “污染减排”支出
来代表理论模型中的Ｆ①，但是目前公开发布数据中缺乏地级市层面的 “污染减排”项目数据，因
此本文整合了全国、省级、地级市的财政支出数据，并结合环境监测点位数信息，对该指标进行了
估算，估算步骤如下：

（１）地级市节能环保支出＝地级市财政支出总额×所在省份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数
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计算节能环保支出内部比例ａ１：

ａ１＝（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减排）／节能环保支出。数据来源于 《中国财
政年鉴》。

（３）估算各地级市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与 “环境监测与监察”两项支出之和ａ２。利用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收支统计数据中的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两个项目支出，和各地

级市地表水监测点和空气监测点位数数据，估算每个监测点的平均管理和监测支出，然后乘以各地

级市监测点数量，估算各城市ａ２。

（４）估算各城市污染减排支出及高投入指标Ｆ／Ｎ：

　　污染减排支出Ｆ＝节能环保支出×ａ１－ａ２
　　Ｆ／Ｎ＝污染减排支出／全部企业数量

四、实证结果

利用以上数据，我们对四个假说进行了验证。

（一）假说１的验证

假说１对应的主要计量关系如下：

　　ｙ＝α０＋α１ｘ１＋α２ｘ２＋βｚ＋ｕ （１３）

其中：ｙ是投机型企业占比，ｘ１ 是高投入指标Ｆ／Ｎ，ｘ２ 是强监管指标τ，ｚ是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理论模型中的企业规模ｘ、企业个数Ｎ 以及工资水平ｗ。企业规模指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８７

① “污染减排”支出包括环境监测与信息、环境执法监察、减排专项、清洁生产专项及其他污染减排等方面支出，其实际内
容比理论模型中Ｆ 内涵更丰富，可能会某种程度弱化指标代表性，更精准的对应有待中国财政数据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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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除以工业企业数计算获得，企业个数为ＩＰＥ发布的总企业个数，工资水平指标为在岗职工

工资。如表２所示，ＯＬＳ回归结果表明强监管和高投入都对企业投机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其中强

监管的负效应更显著。

考虑到在企业投机行为多发地区，政府会有更大压力加强环境监管和环保投入，即存在变量之

间的联立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 ＯＬＳ估计可能有偏、不一致。因此，本文构建了联立

方程模型，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对系数进行估计，以克服内生性问题。联立方程模型构建如下：

　　ｙ１＝α１０＋α１１ｙ２＋α１２ｙ３＋β１ｚ１＋ｕ１ （１４）

　　ｙ２＝α２０＋α２１ｙ１＋β２ｚ２＋ｕ２ （１５）

　　ｙ３＝α３０＋α３１ｙ１＋β３ｚ３＋ｕ３ （１６）

其中，ｙ１ 是投机型企业占比，ｙ２ 是高投入指标，ｙ３ 是强监管指标。

第一个方程式 （１４）等同于式 （１３）。第二个方程式 （１５）表示，财政高投入受到 “能力”和
“动力”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支出能力高，财政环保投入会更大；而

污染排放问题突出，环境问题短板效应明显，企业投机问题严重的地区，政府会有更大的动力增大

财政环保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ＧＤＰ代表，污染排放问题以四种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氨氮和化学需氧量）总排放强度来体现，环境短板效应则体现的是经济、环境和发展能力三方

面评价中环境的短板制约效应①。综上，ｚ２ 包括人均 ＧＤＰ、污染排放强度及环境短板效应三个

变量。

第三个方程式 （１６）表示，监管强度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动机两方面影响。客观条件包括：监

测点密度和信息网络技术条件，前者以空气、地表水监测点位密度表示，后者体现了网络信息技术

发展对于提升民众参与及政府监管技术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以互联网＋指数②表示。主观动机包

括：（１）主体功能区定位分为三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其他，各地区会根据本地区功能定

位选择环境监管强度；（２）ｐｍ２．５浓度高、企业投机情况严重的城市也会选择更严格的监管。综

上，ｚ３ 包括：主体功能区 （包括两个虚拟变量）、互联网＋指数以及监测点密度和ｐｍ２．５年均浓

度四个变量。

对于外生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发现，所有工具变量外生性成立；计算联立方程秩条件证

实三个方程都可识别。因此，我们可用工具变量和方程系统相结合的方法 （包括传统３ＳＬＳ和系统

ＧＭＭ）来估计模型，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同时，提高估计效率。作为对比，我们也列出了单方程

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假说１成立，高投入和强监管都显

著降低了投机型企业占比。第二，强监管的负效应在各个模型中稳定且显著，而高投入的负效应显

著性相对较弱，且在个别模型中出现符号逆转。综上所述，强监管对于抑制企业投机行为的效果更

为突出和稳定。

９７

①

②

我们构建了２９个指标评价１００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和发展能力三方面得分，其中环境评价包括生态健康、污染控制、低
碳发展和资源节约四部分内容。在标准化计算得到经济、环境和发展能力得分后，可计算ｉ城市环境短板效应Ｉｉ 如下：Ｉｉ＝

Ｉｉ２
Ｉｉ１＋Ｉｉ２＋Ｉｉ３

，其中Ｉｉ１＝１００个城市中最高经济得分城市ｉ的经济得分，Ｉｉ２、Ｉｉ３分别利用环境、发展能力得分进行类似计算获

得。Ｉｉ指标越大，说明该地区环境短板越突出，民众和舆论会更关注环境问题，从而政府会更有动力增大财政环保支出。相反，

如果一个地区虽然环境得分非常低，环境问题突出，但是经济得分更低，那么经济发展问题会成为当地首要矛盾，民众、政府对
于环境问题关注少，投入意愿低。

来源于腾讯研究院：《中国 “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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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投机型企业占比的影响因素模型

变量

单方程估计 联立方程系统估计

Ｏ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２ＳＬＳ１　 ２ＳＬＳ２ 传统３ＳＬＳ
ＧＭＭ
（迭代）

ＧＭＭ
（两步法）

高投入
－０．５２３＊

（０．２６９）
－０．４８５
（０．２９７）

２．２５９
（１．６６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６２）

－０．１５０
（０．５６７）

０．３３６
（０．４６９）

－０．４４６＊＊

（０．２０７）
－０．５７０＊

（０．３０６）

强监管
－１．０２９＊＊＊

（０．１８３）
－０．９２５＊＊＊

（０．２１４）
－３．８０３＊＊

（１．４８１）
－３．０６０＊＊＊

（１．０７８）
－１．９７６＊＊＊

（０．５６２）
－１．９０５＊＊＊

（０．４５５）
－１．１３７＊＊＊

（０．３７９）
－１．１５７＊＊＊

（０．４３２）

企业规模 Ｎ　 Ｙ　 Ｎ　 Ｙ　 Ｙ　 Ｙ　 Ｙ　 Ｙ

工资 Ｎ　 Ｙ　 Ｎ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个数 Ｎ　 Ｙ　 Ｎ　 Ｙ　 Ｙ　 Ｙ　 Ｙ　 Ｙ

常量 ７５．２１４＊＊＊ ６５．８１８＊＊＊ ２３３．６０６＊＊＊ １７９．３６４＊＊＊ １１３．９２１＊＊＊ １２１．８０７＊＊＊ ８２．０４４＊＊＊ ８２．２９７＊＊＊

样本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Ｒ２　 ０．３９０　 ０．４００ — — ０．２４３　 ０．２４１ — —

　　注：（１）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２）单方程２ＳＬＳ估计中，２ＳＬＳ１ 以短板效应、

互联网＋、监测点密度、ｐｍ２．５为工具变量；２ＳＬＳ２则用了模型中全部外生变量ｚ。

（二）假说２的验证

根据假说２的结论，我们构建包含交互项的模型来进行检验：

　　ｌｎＹ＝ｌｎＮ＋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１ｘ２＋ｕ

即：

　　ｌｎ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１ｘ２＋ｕ （１７）

其中：Ｙ 是工业总产值，ｙ是单位企业产值，ｘ１ 是高投入指标，ｘ２ 是强监管指标。

根据假说２的结论可知，该模型预期的符号为：β１＜０，β２＜０，β３＞０。回归结果见表３。所有
系数符号都符合理论模型结论且都显著，因此假说２成立。理论和实证结果都表明：财政环保投入
只有伴随足够强的监管，才能对经济产出总量产生正向拉动；而强监管如果没有匹配一定的财政环
保投入，则经济产出总量会因为监管强度增大而下降，即强监管会使得经济总量萎缩。

　表３ 高投入与强监管对于经济产出总量的影响

变量 系数估计 ｐ值

高投入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强监管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交互项 ７．６０２　 ０．００９

（三）假说３的验证
构建模型：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ｕ （１８）

其中：ｙ是环保产业市值，ｘ１ 是高投入，ｘ２ 是强监管。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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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见表４。从结果来看，财政高投入对于环保产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影
响。而强监管的系数，虽然在单变量回归中显著为正，但是在综合考虑两个变量的回归中，不仅统
计上不显著，而且符号不再符合预期。因此，可以认为，高投入对于环保产业具有积极、明确的拉
动作用，而强监管对于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无统计证据支持。综上，假说３成立。

　表４ 强监管与高投入对于环保产业发展的影响模型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高投入 —
９．４３４

（ｐ＝０．０００）
９．８６７

（ｐ＝０．０００）

强监管
２．７７２

（ｐ＝０．００４）
—

－０．５８７
（ｐ＝０．５０１）

（四）假说４的验证
构建模型：

　　ｙ＝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γｚ＋ｕ （１９）

其中：ｙ为四种污染物去结构排放强度，ｘ１ 是高投入，ｘ２ 是强监管。
回归结果见表５。我们发现强监管对于所有污染物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减排效应。高投入对于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具有非常显著的减排效应，但是对于氨氮和化学需氧量的影响不显著，符号也不
符合理论预期。可能的原因是，前两种污染物对应的空气污染减排是政府重点治理领域，是财政环
保投入增大的直接影响对象；后两种水体污染受财政支持相对少，因此环保投入增大对其影响不明
显。综上，可以认为假说４基本成立。

　表５ 强监管与高投入对于四种污染物的减排效应模型

变量
模型１

（二氧化硫）
模型２

（氮氧化物）
模型３
（氨氮）

模型４
（化学需氧量）

高投入
－０．８７７
（ｐ＝０．０００）

－０．５６１
（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ｐ＝０．６１０）

０．２１１
（ｐ＝０．５３６）

强监管
－０．４２３
（ｐ＝０．００１）

－０．２７９
（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ｐ＝０．００６）

－０．０６７
（ｐ＝０．００５）

Ｆ联合检验显著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建立了企业投机行为的理论模型，推导出了政府强监管和高投入对于绿色发展影响的四个
假说，进而利用１００个重点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四个假说。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面对政府
非确定的环境规制，企业存在投机行为，投机行为的普遍程度取决于政府监管强度和财政环保投入
力度。加强监管，扩大财政投入，企业投机行为都将受到抑制。二是强监管如果不能匹配足够高的
环保投入，将使得经济总量萎缩；而高投入要想拉动经济总量增长，亦需匹配一定强度以上的监
管。三是环保产业发展取决于企业减排需求的扩大，具体取决于三个因素：减排型企业的产出规
模、减排型企业占比以及单位产品制造所需减排投入βｅ。财政补贴既能促进减排型企业占比提升，

１８



徐　瑛等：政府行为、企业投机与中国城市绿色发展

又能使减排型企业获取更充分的规模报酬，所以是拉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而强监管虽然提
高了减排型企业占比，但是抑制了减排型企业的规模报酬，所以对于环保产业的作用不明确。四是
加大财政环保投入及加强监管，都有利于提升 “清洁”产品比例，因此二者都能促进污染排放强度
下降。其中，强监管对于减排的效果最稳定和突出，而高投入的减排效果在政府重点治理的空气污
染领域更明显和稳定。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由于投机型企业的存在，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受

限，应该加大惩罚力度，进一步打击企业投机行为，减少政策效果的跑冒滴漏。二是强监管和高投
入虽然有利于减排和环保产业发展，但是也存在减少经济产出总量的风险，因此应该寻找两种政策
强度的适当匹配，以合理的政策组合尽可能降低经济总量萎缩风险。三是当前环保产业发展显著受
制于财政高投入，而相对落后地区财政资金规模有限，在环保产业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当
前有必要从国家层面统筹兼顾相对落后地区的环保产业发展。长远来讲，应该鼓励市场自发的环保
力量，减少环保产业对于政府投入的依赖。四是加强监管虽然能减少企业投机行为、减少污染排
放，但同时也需要克服其对规模收益的抑制效应，应鼓励制造业企业充分发挥规模报酬递增优势，
以扩大环保产业市场规模，实现绿色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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